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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抑郁患者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后特质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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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轻症抑郁患者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后特质应对方式的改善及特质应对方式

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自身对照设计，对轻症抑郁患者在治疗前后，以及随

访期的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和特质应对方式进行比较。结果　共纳入102例患者。与基线时比较，患

者的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和特质应对方式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结束后及随访的各个时期均有显著改善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焦虑症状、消极应对方式及出勤率进入回归方程。结论　团体认

知行为治疗能够改善轻症抑郁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及特质应对方式，且能够维持相对较长的时间。基线

焦虑症状、消极应对方式及出勤率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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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rait coping style after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ild depres-
sion　WANG Yu， XU Shan-shan， SUN Xia， et al.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
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rovement of trait coping style after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GCBT) and the effect of trait coping styles on GCBT in pa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Methods　 The depressive symptom， anxiety symptom and trait coping style of mild depression patients be-
fore and after GCBT and during follow-up were compared in this prospective self-control study.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two patients with mild depression were recruited. Compared to baseline，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symptom， anxiety symptom and trait coping style at 12 weeks， 24 weeks， 36 weeks and 48 weeks declined sig-
nificantly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baseline anxiety symptom， negative coping style， 
and attendance rate entered the final equation. Conclusions　GCB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depression symp-
tom， anxiety symptom and trait coping style. And the efficacy can last for a long time for mild depression patients. 
Baseline anxiety symptom， negative coping style， and attendance rat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CBT.

【Key words】　Mild depression；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rait coping styles

应对是人们在面对问题情境时采用的想法和行

为。它能够调整个体的认知和需要，以此使得人们

能够适应环境，保持内在心理世界与外在现实世界

的平衡。临床工作中，我们同样发现一些抑郁症状

相对较轻的患者，如轻性抑郁障碍、恶劣心境以及轻

度抑郁症，他们与抑郁症患者相似，他们持有对自

己、对他人以及对世界的悲观消极的想法和信念［1］。

当面对消极事件时 (如失败的测验、人际关系中的否

定拒绝 )，这些患者的应对方式也是消极悲观的，尤

其是当面对模棱两可的事件时，他们的反应也是如

此。这样的应对方式使得患者接收到更多的否定信

息，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症状加重。那么对此类患

者进行适当干预，能够有效帮助患者，也能够减轻相

应的医疗负担等。因此，本研究以轻性抑郁障碍、恶

劣心境和轻度抑郁症患者 (三者统一定义为轻症抑

郁患者 )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评估患者在治疗前后抑郁焦虑症状及特质应对方式的

变化，探讨特质应对方式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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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3年3月~2016年1月，本课题组

通过张贴海报、门诊医生介绍等方式，在上海市心理

咨询与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招募被试。

招募来的被试在入组之前，需要签署书面的知情同

书之后，需要由专业的评估员进行评估，符合入组标

准的被试纳入研究。具体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参考

本课题组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献［2］。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采用自主编制的结构式团体认知

行为治疗手册。手册分为3本，一本供治疗师使用，

另外两本供患者使用。在治疗开始之前，治疗师会

将治疗手册发给团体成员，以供成员提前翻阅，做好准

备。团体治疗疗程共12周，每周进行一次，每次1.5 h。
治疗形式是6~10人一组，评估员在治疗前的基线、

治疗结束 (12周末 )评估相关指标，并在治疗结束的

3个月 (24周末 )，半年 (36周末 )以及9个月 (48周末 )
进行随访。具体的手册内容请参考文献［2］。

1.2.2 质量控制 (1)评估员的筛选与培训：评估员

均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卫生专业

和临床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研究开始之前需要进

行统一培训，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来进行。

(2)治疗师筛选与培训：治疗师必须具有医学或心理

学背景，从事临床工作5年以上；全体治疗师需参加

18 h的一致性培训。培训共计12次，每次约1.5 h。 
(3)治疗过程的监控：治疗过程中全程录音，并采用

定期督导制度。

1.2.3 研究工具 (1)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3］：

该量表是在临床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抑郁他评量表。

该量表中，多数条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少数条

目采用0~2分的3级评分。该量表需要受过专业培

训的评定者对患者最近一周的状况进行评估。(2)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3］：量表共有14个项目，其

中包含了精神类焦虑和躯体类焦虑两大因子，采用

0~4分的5级评分，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评估患者

最近一周的情况。该量表能很好地反映焦虑状态的

严重程度，具有很高的信效度。(3)特质应对方式问

卷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TCSQ是

国内自编的应对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包含两个

因子：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采用5级评分，

用于反映患者的在面对困难时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

和行为特征，反映个体存在的那些具有稳定的、与人

格特质有关的应对策略［4］。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基本人口学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治

疗及随访不同阶段的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及特质应

对方式的变化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采用配

对样本 t检验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特质

应对方式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影响。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筛查136例患者，最终纳

入102例参加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轻症抑郁患者。

患者基本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详见表1。具体研究流

程图见图1。
表1 102例患者基本人口统计学资料

项目 结果

性别（例，%）

  男 32（31.4）

  女 70（68.6）

年龄（岁，x±s） 30.66±5.869

受教育年限（年，x±s） 15.94±2.489

婚姻状况 *（例，%）

  未婚 50（53.2）

  已婚 / 同居 38（40.4）

  离异 / 分居 / 丧偶 6（6.4）

家庭人均月收入 *（例，%）

  ＞ 5 000 元 63（67.7）

  3 000~5 000 元 25（26.9）

  ＜ 3 000 元 5（5.4）

职业 *（例，%）

  在职 60（63.8）

  学生 15（16.0）

  无业 19（20.2）

诊断（例，%）

  轻性抑郁障碍 23（22.5）

  恶劣心境 23（22.5）

  轻度抑郁 56（54.9）

发作次数 *（例，%）

  首发 49(51.0)

  复发 47(49.0)

HAMD-17（分，x±s） 11.85±2.600

HAMA（分，x±s） 9.62±4.746

出勤率（%） 82.5

投入程度（%） 79.9

作业完成情况（%） 60.2

    注：* 数据有所缺失

2.2 治疗各个阶段抑郁、焦虑水平比较 见表 2。
与基线比较，治疗结束及随访各阶段的抑郁、焦虑水

平均明显降低 (P＜0.01)；与治疗结束时 (12周末 )比
较，仅在随访48周末时，两时间点的抑郁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各随访阶段的焦虑得分

与治疗结束时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3 治疗各个阶段特质应对方式的比较 见表3。
与基线比较，治疗结束及随访各阶段积极应对方式

评分均明显提高 (P＜0.05)，消极应对方式评分均明

显下降 (P＜0.01)。与治疗结束时 (12周末 )比较，随

访各期的积极应对方式评分进一步提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0.05)，而消极应对方式则无明显改

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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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流程图

表2 治疗各个阶段抑郁、焦虑水平比较（分，x±s）

项目 基线
治疗后

12 周末 24 周末 36 周末 48 周末

HAMD-17

  评分 11.85±2.600 5.35±3.669 4.68±4.105 4.78±4.347 4.37±4.906

  t1 值 - 16.925** 14.618** 11.773** 10.447**

  t2 值 - - 1.475 1.607 2.081*

  t3 值 - - - 0.424 1.173

  t4 值 - - - - 0.964

HAMA

  评分 9.62±4.746 5.18±3.912 4.49±4.103 4.63±4.705 4.04±4.509

  t1 值 - 9.902** 11.294** 8.130** 9.387**

  t2 值 - - 2.198* 2.232* 3.140**

  t3 值 - - - 0.340 1.779

  t4 值 - - - - 1.965

    注：t1 值为与基线时比较，t2 值为与 12 周末时比较，t3 值为与 24 周末时比较，t4 值为与 36 周末时比较；*P ＜ 0.05，**P＜0.01

表3 治疗各个阶段特质应对方式的比较（分，x±s）

项目 基线
治疗后

12 周末 24 周末 36 周末 48 周末

积极应对方式

  评分 26.19±5.370 27.39±5.941 28.89±6.993 28.19±6.680 29.35±7.024

  t1 值 - -2.132* -3.768** -2.364* -3.710**

  t2 值 - - -2.468* -2.839** -3.195**

  t3 值 - - - -0.496 -1.913

  t4 值 - - - - -1.889

消极应对方式

  评分 33.77±4.685 31.07±5.530 31.31±6.186 30.95±5.980 30.23±5.894

  t1 值 - 5.059** 4.595** 4.308** 5.140**

  t2 值 - - -0.228 1.023 1.275

  t3 值 - - - 1.095 1.112

  t4 值 - - - - 1.424

    注：t1 值为与基线时比较，t2 值为与 12 周末时比较，t3 值为与 24 周末时比较，t4 值为与 36 周末时比较；*P ＜ 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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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因素 见表4。以治

疗后患者HAMD-17得分＜7分与否作为因变量：临

床治愈组 (＜7分 )和非临床治愈组 (≥7分 )。将轻

症抑郁患者基线的性别、年龄、诊断类别、抑郁症状、

焦虑症状、特质应对方式、特质应对方式在治疗前后

的变化分值、出勤率、作业完成情况以及投入程度作

为协变量带入Logistics回归中，最后基线消极应对

方式，焦虑症状和出勤率进入回归方程。
表4 影响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因素

项目 B 值 Wals 值 P 值 OR 值 95%CI
焦虑症状 0.236 13.453 ＜ 0.001 1.266 1.116~1.436

基线消极应对 0.129 4.338 0.037 1.138 1.008~1.285

  方式

出勤率 -4.899 6.953 0.008 0.007 0.000~0.284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后，轻症患者

的抑郁、焦虑等分及特质应对方式显著改善，这种改

善在随访阶段持续存在。在影响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的因素中，基线的焦虑症状、消极应对方式及出勤率

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表明，与基线时比较，患者在经过团体

认知行为治疗后，抑郁、焦虑症状及特质应对方式改

善显著。这与既往抑郁症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认为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且对患

者的自尊、社会功能及应对方式等有积极的作用［5-8］。

国内有关轻性抑郁障碍研究中，李坚等［9］对比了单

用认知行为治疗组与药物合并认知行为治疗组对

轻性抑郁障碍的疗效，发现两组的疗效相当，且认

知行为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功能失调性认知，有预防

抑郁复发的作用。在针对应对方式的研究中，马云

等［10］在研究认知行为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应对

方式的影响中发现，药物配合认知行为治疗组患者

在消极应对方式上的得分有所降低，在问题解决和

求助这两个积极应对方式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而药物配合支持性心理治疗组只有在自

责这项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有显著降低 。李江婵等［11］

在其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病耻感和应对方式

的影响研究中发现，认知行为治疗对于改善抑郁症

患者消极应对方式疗效明显。

本研究认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能够改善患者

的特质应对方式，是因为在消极应对方式中，如退避

(他们是不能够信任的、世界是危险的等 )、自责 (我
没有用、做不好这件事都是我的错等 )，在这些方式

中都存在着一定的认知歪曲。在本研究手册中，通

过让患者记录下生活中的负性自动思维，来找出患

者的认知歪曲，挑战歪曲认知，进行认知重构。配合

任务分级和问题解决等行为方式，使得患者在行为

中不断地审视和修正歪曲认知，更加积极地对待自

己的情绪和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因而患者的特质应

对方式也会有所改善。

本研究发现轻症抑郁患者基线的焦虑症状、消

极应对方式及出勤率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有显著

影响。既往研究中，吴九君和郑日昌［12］对496名高

三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学生采用非成熟型应对方式

如退避、幻想、自责、合理化等不利于心理健康，尤

其是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采用成熟型

的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求助等对改善抑郁方面是

有帮助的。Walker等［13］的研究也证明这一点。而

Burns和Nolen-Hoeksema［14］关于应对方式、作业依

从性与认知行为治疗疗效的研究中指出采用积极应

对方式的情感障碍患者在治疗前后的抑郁症状严

重度上要比较少采用的患者低。但研究还表明那些

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对认知行为治疗的接

受程度和反应要比较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患者要

好。这点与本研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

本研究中的应对方式更多的包含了人格特质的因

素，如能够尽快忘记不愉快的事情等。而先前研究［14］

的应对方式则包含行为策略 (是否运动等 )、认知策

略和人际策略 (与人交往等 )，因而可能对认知行为

治疗的反应会不同。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本研究并未设

对照组，对于患者经过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后临床特

征及特质应对方式的变化并不能排除时间效应的影

响。此外，特质应对方式中也包含人格特质的因素，

更具积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可能有自愈的倾向，因而

无法肯定患者特质应对方式的改善完全是由于治疗

的作用。因而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研

究结果。

在经过为期12次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后，轻症

抑郁患者的特质应对方式改善显著，且能够维持相

对较长的时间。此外，在治疗前的特质应对方式会

对治疗后的特质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具有良好积极

应对方式的患者对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反应相对较

好，而治疗前消极应对方式的患者对治疗的反应相

对较差。在本研究中，尚未纳入药物组或等待组作

为对照组，因而对效果的解释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

进一步完善，使心理治疗对特质应对方式产生的影

响研究更加详细。同时本研究也将扩大研究的范围，

将结果运用到临床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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